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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
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家庭融资的中介效应分析

王 芳,刘 亚 甫,毛 静 宜
(郑州大学 商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摘 要: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作为家庭集体决策的重要部分在农户家庭决策中扮演着十分重要

的角色。本文运用2014-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农户数据,通过构建Probit模型和Tobit

模型分析了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异质性,并探究了家庭融资在其中的中介传

导作用。结果表明:(1)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的创业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稳健性检验和内

生性问题处理后,结果依然显著。(2)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家庭融资在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影响农户创

业行为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受教育水平较

低的女性及中东部地区农户家庭的创业行为具有更明显的负向影响。最后,提出加快发展普惠金融提高

农户的金融可得性、多措并举提升农村女性的人力资本水平、创业培训及政策的推广与宣传要多向女性决

策人倾斜等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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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

创业,拓宽增收渠道。”[1]农户创业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能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2]、进而

提升农户的村庄社会地位及幸福感[3]。同时,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就业程度、民主参与度等的

提高,“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已经越来越少[4],女性在家庭决策中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女性权利的提高有助于农村地区减缓家庭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5]。创业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进

行集体决策的[6],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作为家庭集体决策的重要部分在农户家庭决策中扮演

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已有对农户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从资源禀赋、环境及政策、个体与环境的互动等方面展开。

一是在创业资源禀赋方面,许多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如教育和工作经历[7]、金融素养[8-9]、金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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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10]、外倾性和开放性人格特质[11]等显著促进了农户创业;物质资本如家庭融资[7,12]、农地抵押

贷款参与[13]等可显著提升农户创业的概率,而正规信贷约束则对农户创业具有显著负向影

响[10];社会资本如社会网络和信任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农户创业[14]。二是在环境及政策方面,村
干部的从商经历[15]、数字普惠金融发展[16]、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数[17]、宽带建设[18]、农村土地确

权[19]等均显著提升了农户家庭创业的概率,而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则显著降低了农户创业的概

率[20],不同类型的农村非生产性公共品对农户创业具有异质性作用[21]。三是在个体与环境的互动

方面,互联网使用[22]、数字金融使用[23]、土地流转参与[24-25]、宗教信仰[26]等也有助于促进农户创业。

此外,也有研究关注到了性别差异及家庭结构等因素对农户家庭创业所带来的影响。在性

别特征方面,户主为男性的家庭比户主为女性的家庭创业概率更大[6]。因此,相较于女性,男性

表现出更强烈的创业需求[10],且如果家庭经营企业,男性比女性更容易从事这项工作[27]。在家

庭结构方面,杨婵等[28]指出不同家庭结构的农村劳动力在创业决策及创业动机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农户的社会精英家庭背景将显著提高其选择创业活动的可能性,莫媛等[29]则发现家庭人口

负担率与农户创业概率的关系呈现倒U型趋势。

农户的创业选择深受家庭因素的影响[28],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作为非常关键的家庭因素

之一,探讨其对农户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及主要机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识别和了解影响农户创

业的家庭因素,对更精准地鼓励和扶持农户家庭创业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现有研究虽然

关注到了性别差异和家庭结构对农户创业的影响,但鲜有研究考察家庭联合决策中女性家庭决

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家庭内部的联合决策角度出发,运用

2014—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探讨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家庭创业

行为的影响及异质性,并探究其主要的作用机理。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

以下三点:(1)研究家庭内部的联合决策中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为全

面认识影响农户创业的家庭因素提供了新视角。(2)将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家庭融资与农户

创业行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中,探析家庭融资在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影响农户创业行为中的

作用机理。(3)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考察女性家庭决策赋

权程度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可为更加精准地鼓励农户家庭创业,提高农村地区的创新

创业水平提供政策依据和决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农户的创业决策通常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集体决策,属于多决策主体的联合决策[30]。因此,

本文将从多决策主体的家庭联合决策角度出发,考察家庭内部的联合决策中女性家庭决策赋权

程度对农户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异质性,并探究家庭融资在其中的作用机理。
(一)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影响农户创业行为的理论分析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是指女性在家庭内部决策中所拥有的决策权大小及占比[31]。随着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的提高,女性的特征与倾向将会更多地体现在家庭的创业决策中,从而对

农户的创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已有文献表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家庭的创业行为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

第一种可能的影响是,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的提高会抑制农户家庭的创业行为。主要原因有:

首先,创业行为具有一定的风险,风险偏好程度越高的农户,其创业意愿更强[10]。与男性相比,

女性更不愿意冒险,且不过度自信[32],当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提高时,农户家庭的风险偏好程

度降低,进而抑制农户家庭的创业行为。其次,缺少资本是制约创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33],而
家庭融资可以弥补其金融约束,有利于其实施创业活动并促进创业[12]。但与男性相比,女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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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对自己的能力表现出较弱的自信心,且具有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34],故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

度的提高对农户的借贷行为及正规信贷市场参与程度可能产生显著负向影响[31],从而使女性家

庭决策赋权程度高的农户家庭受到更明显的金融约束、创业所需资源的获取受限,进而降低农户

创业的概率。最后,在性别劳动分工下,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是主要的家庭照料者[35],特别是在农

村地区,这种性别观念更为传统[36],从而农村女性会将时间和精力主要放在照顾孩子和家人身

上,更不倾向于在创业活动中花费过多精力。第二种可能的影响是,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的提

高会促进农户家庭的创业行为。主要原因有:首先,为了平衡工作与家庭照料之间的冲突,农村

家庭作为决策单位寻求的解决方案通常有:女性就近就业、照料责任的代际转移以及女性就业的

非正规化[35],在这种情况下家庭选择开展工作地点和时间相对灵活的创业不失为一种可选方

案。其次,女性在失业、月工资、小时工资和工资拖欠方面,与男性存在显著差异且处于不利地

位[37],出于效用最大化考虑,可能会倾向于使家庭参与创业。最后,Ogunwale等[38]的研究表明

农村女性农户对创业和发展农业创业技能的态度是积极的、正向的,因此,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

度提高时可能会促进农户家庭的创业。

然而,女性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面临着家庭关系、教育不足、缺少资本等问题[39];同时创业

金融抑制仍然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制约我国农户创业提档升级的关键因素[13],且处于相对弱

势地位的女性决策者可能会受到更大的金融约束;女性在经营企业过程中不占优势[27]。基于上

述原因,本文认为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提高时,女性的特征会使农户家庭更不倾向于从事创业

活动;即使创业,出于谨慎心理,也会更加倾向于先从事较小经营规模或较少数量的创业活动。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家庭参与创业的概率及创业强度均

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会抑制农户家庭的创业行为。
(二)家庭融资的中介效应分析

足够的资本是实现创业的必要条件,金融资本不足导致的流动性约束是创业者在创业前期

普遍面临的难题,融资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之一[7]。家庭融资行为可以弥补金融约束,有利

于其实施创业活动,从而促进农户创业,并且融资规模越大的农户家庭,越有可能做出创业决策[12]。

然而,在融资过程中,女性可能会面临更强的融资约束,当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提高时会

使农户的家庭融资受到更明显的抑制,从而限制其金融资源的获取,影响其创业行为。首先,当
识别出创业机会而缺乏资金时,女性由于风险偏好程度较低、财务信心不足等原因[32],会更加不

倾向于进行家庭融资以支持创业。其次,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落后、融资约束问题甚至比

城市更严重[40],加之女性通常金融知识水平不高[34]、财务知识较为缺乏、对信贷渠道和手续不够

了解,使得女性决策者面临着更严重的融资约束,从而使家庭融资受到限制。最后,女性户主在

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较低,且金额较少[41],女性决策者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融资处于

不利地位。因此,与男性相比,女性决策者可能会面临更强的融资约束,从而导致女性家庭决策

赋权程度高的农户家庭融资受限更明显,进而不利于农户家庭进行创业,因此,家庭融资可能在

其中发挥着中介效应。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家庭融资在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影响农户创业行为的过程中具

有中介传导作用。
(三)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影响农户创业行为的异质性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和地区差异是影响农户创业的重要因素[7,9,42]。在受教育水平方

面,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风险认知及承担能力可能会更高[32],且金融知识水平往往更多、金融

素养更高,有助于其在信贷市场上进行融资,从而促进农户家庭参与创业。同时,受教育水平提

高,会带来认知水平和投资意识的提高,有助于决策者做出正确的创业决策和投资方向,从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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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创业的发生率[22]。因此,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可能会弱化或减缓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

农户家庭参与创业及创业强度的抑制作用。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3a: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高学历女

性组农户家庭创业的负向影响会减弱,而对低学历女性组农户家庭的创业行为具有更显著的负

向影响。
在区域差异方面,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程度、政府支持力度及农户的创业意识等均存在较大差

异,不同地区农户的创业行为差别较大[43]。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户比西部地区农户的创业活跃

度高[7],且西部地区农户的创业参与明显更少[11]。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相比,经济较为发达

的中东部地区有着更丰富的创业资源和创业机会,农户家庭参与创业的概率及创业强度都较高,
那么,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西部地区相比,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提高可能会对中

东部地区农户的创业行为产生更为显著的负向影响。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3b: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中东部

地区农户家庭的创业行为具有更显著的负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借鉴陈秋月和董晓林[31]的研究,依据家庭事务决策的相关情况构建关键解释变量“女
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而在所有公开的数据库中,只有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Fam-
ilyPanelStudies,CFPS)数据库涵盖了关于家庭决策的详细情况,因此,限于数据原因,本文使用

2014年的数据研究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情况,并将2016年与2014年CF-
PS调查数据进行关联以缓解内生性问题。

CFPS数据库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负责实施的、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数据,
该调查从全国样本抽样,覆盖25个省份,并分别从村居、家庭、个人三个维度进行调查,能更加全

面地反映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变迁。同陈秋月和董晓林[31]的研究类似,本文从家庭内部多决

策主体的联合决策角度出发,侧重于探究女性(一般为妻子)在家庭内部决策中的赋权情况及其

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其中的已婚家庭为研究样本,剔除城市、丧偶、离异及关

键变量缺失等家庭样本,并对连续变量在1%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
(二)变量的选择与定义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户创业行为,具体分为以下两个维度:(1)是否创业:即该农

户是否有家庭成员从事个体或私营经济活动,是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2)创业强度:选取农

户创业经营规模和创业活动数量两个指标反映农户的创业强度,其中农户创业经营规模为该农

户家庭从事个体或私营经济活动的全部经营总资产的对数值①、农户创业活动数量为该农户家

庭开办私营企业的个数。

2.自变量 借鉴陈秋月和董晓林[31]的做法,根据“家用支出分配由谁说了算”“储蓄、投资、
保险由谁说了算”“买房子由谁说了算”“买高价格的消费品(如冰箱、空调、成套家具)由谁说了

算”等四个问题的主要决策人的性别来度量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的大小②,分别赋值为0、1、2、

3、4。

3.控制变量 借鉴周广肃和樊纲[6]、李长生和刘西川[24]、陈建英等[15]、郑淋议等[19]、尹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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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若样本家庭所从事的创业活动与他人合股经营,则经营规模依据其持股比例进行计算。

四个问题中,妇女每可决策一项事务,计分为1,四项累加为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的取值;若女性决策人没有其中任何一

项事务的决策权,则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变量取值为0,依此类推。



等[20]等相关研究选取控制变量。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设置

变量名称 定义

是否创业 过去一年,您家是否有家庭成员从事个体或私营经济活动? 是=1,否=0
创业经营规模 全部经营总资产(单位:万元)的对数值

创业活动数量 家庭成员从事几项个体经营活动或开办几家私营企业(单位:项)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
家用分配支出、储蓄投资保险、买房子、高价格消费品分别由谁说了算? 分别赋值为
0、1、2、3、4

丈夫年龄 当时的年龄(单位:岁)
丈夫年龄的平方 当时年龄(单位:岁)的平方

丈夫受教育程度
从未上过学/文盲/半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中专/技校/职高=4、大专=
5、大学本科=6、硕士=7、博士=8

妻子年龄 当时的年龄(单位:岁)
妻子年龄的平方 当时年龄(单位:岁)的平方

妻子受教育程度
从未上过学/文盲/半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中专/技校/职高=4、大专=
5、大学本科=6、硕士=7、博士=8

家庭规模 同灶吃饭人数(单位:人)
住房财富 除现在的住房之外还有其他房产则记为1,否则记为0

非农就业
过去12个月,您自家有没有从事农林牧副渔方面的工作,包括种地、管理果树、采集
农林产品、养鱼、打鱼、养牲畜等? 没有=1,有=0

家庭收入对数 家庭总收入(单位:元)的对数

社会网络 过去12个月,您家给亲朋好友的人情礼金额(单位:千元)
交通便利程度 村委会所在地距本县县城(市区)距离(单位:公里)
宗族 所在村/居地界内有家族祠堂则记为1,否则记为0
中部 中部地区=1,其他=0
西部 西部地区=1,其他=0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创业 4521 0.0763 0.2655 0 1
创业经营规模 4521 0.1308 0.5374 0 3.2581
创业活动数量 4521 0.0763 0.2655 0 1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 4521 1.1843 1.6246 0 4
丈夫年龄 4521 51.4563 12.1211 26 80
丈夫教育程度 4521 2.2816 1.0545 1 7
妻子年龄 4521 49.7489 11.8761 24 78
妻子教育程度 4521 1.7708 0.9502 1 6
家庭规模 4521 4.3490 1.7474 2 10
住房财富 4521 0.1464 0.3536 0 1
非农就业 4521 0.1785 0.3830 0
家庭收入对数 4521 10.2617 0.9656 6.9088 12.2061
社会网络 4521 3.4424 4.1306 0.1000 22.0001
交通便利程度 4521 6.2523 7.3036 0.3000 54.0001
宗族 4521 0.1303 0.3366 0 1
中部地区 4521 0.2816 0.4498 0 1
西部地区 4521 0.3599 0.4800 0 1

样本农户家庭中参与创业的比例为7.63%,创业经营规模的平均值为0.13,创业活动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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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为0.08① 项,表明大部分样本农户家庭没有开展创业活动,且整体的创业强度也比较低。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的均值为1.18,表明我国农村家庭决策中男性仍然具有主要的决策权,女
性在家庭决策中的赋权程度还不高。可能的原因在于,样本农户家庭中妻子的受教育水平普遍

较低,且低于丈夫受教育程度(丈夫受教育水平的均值为2.28,而妻子受教育水平均值为1.77)。

家庭规模的样本均值为4.35人,有其他房产的样本农户占比为14.64%,家庭未从事农林牧渔工

作的样本农户占比17.85%,农户家庭收入对数的均值为10.26,人情礼金支出的样本均值为3.44
千元,距离县城距离的均值为6.25公里,有13.03%的样本农户所在村/居地界内有家族祠堂,中
部地区的样本农户家庭占比28.16%,西部地区占比35.99%,东部地区占比35.85%。

四、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设定

1.Probit模型 本文采用二值选择模型—Probit模型来研究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

家庭是否创业这一决策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Entrepre*
i =α0+α1femalepoweri+α2Controli+εi (1)

Entreprei=1(Entrepre*
i >0) (2)

其中,Entreprei 为被解释变量,衡量农户家庭是否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而

Entrepre*
i 是潜变量,当Entrepre*

i >0时,Entreprei 取值为1,否则为0。femalepoweri 为本文

的核心解释变量—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Controli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εi 为随机误差项。

2.Tobit模型 本文从两个维度衡量了农户家庭创业的强度:维度一是创业的经营规模(总
资产),维度二是创业活动的数量,并使用Tobit模型考察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创业经

营规模和创业活动数量的影响。对没有创业的农户家庭来说,其创业强度变量取值为0,这种情

况往往被视为数据被截取[23]。因此,本文参考周广肃和樊纲[6]的做法,采用Tobit模型进行分

析。模型设定如下:

Entrepre_strenth*
i =α0+α1femalepoweri+α2Controli+εi (3)

Entrepre_strenthi=max(0,Entrepre_strenth*
i ) (4)

其中,Entrepre_strenthi 是被解释变量,衡量农户家庭的创业强度,即创业经营规模和创业

活动数量等变量,其他变量的解释与Probit模型相同。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3中列出了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与农户创业行为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对应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及其边际效应。从回归结果来看,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是否创业的影

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抑制了农户家庭参与创业的概率,且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农户创业的概率将会下降0.48%。从控制变量来看,夫
妻双方的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住房财富、非农就业、家庭收入、社会网络、宗族等变量对农户家

庭创业的概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随着家庭决策主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家庭财富的增

加、社会网络的增强等,农户参与创业的概率会提高;夫妻双方的年龄及其平方、距离县城的距离

等变量对农户创业概率的影响不显著。

表3中模型(2)、(3)分别对应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及其边际效应。从回归结果来看,女性

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创业经营规模及创业活动数量的影响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为负,表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创业强度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女性家庭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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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会使得农户创业经营规模的概率下降2.04%、创业活动数量的概率下

降0.92%。从控制变量来看,夫妻双方的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住房财富、非农就业、家庭收入、

社会网络等变量对农户家庭的两个创业强度变量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随着家庭决策主体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家庭财富的增加、社会网络的增强等,农户家庭的创业强度会提高;夫妻双方

的年龄及其平方、距离县城的距离、宗族等变量对两个创业强度变量的影响都不显著。据此,可

以得出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家庭参与创业的概率及创业强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女

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抑制了农户创业行为,从而假设 H1初步得以验证。
表3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Probit
是否创业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2)Tobit
创业经营规模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3)Tobit
创业活动数量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 -0.0376* -0.0048* -0.1390** -0.0204** -0.0609* -0.0092*

(0.0195) (0.0025) (0.0622) (0.0091) (0.0320) (0.0048)
丈夫年龄 -0.0203 -0.0026 -0.0299 -0.0044 -0.0292 -0.0044

(0.0201) (0.0026) (0.0790) (0.0116) (0.0407) (0.0061)
丈夫年龄的平方 0.0001 0.0000 0.0001 0.0000 0.0002 0.0000

(0.0002) (0.0000) (0.0008) (0.0001) (0.0004) (0.0001)
丈夫受教育程度 0.0539* 0.0069* 0.2466** 0.0362** 0.0900* 0.0135*

(0.0294) (0.0037) (0.0959) (0.0140) (0.0498) (0.0075)
妻子年龄 0.0155 0.0020 0.0083 0.0012 0.0243 0.0037

(0.0205) (0.0026) (0.0776) (0.0114) (0.0404) (0.0061)
妻子年龄的平方 -0.0002 -0.0000 -0.0001 -0.0000 -0.0002 -0.0000

(0.0002) (0.0000) (0.0008) (0.0001) (0.0004) (0.0001)
妻子受教育程度 0.1273*** 0.0162*** 0.3813*** 0.0559*** 0.2123*** 0.0319***

(0.0330) (0.0042) (0.1063) (0.0155) (0.0554) (0.0083)
家庭规模 0.0640*** 0.0081*** 0.1752*** 0.0257*** 0.1072*** 0.0161***

(0.0175) (0.0022) (0.0571) (0.0083) (0.0295) (0.0044)
住房财富 0.3607*** 0.0458*** 0.9548*** 0.1400*** 0.5958*** 0.0895***

(0.0732) (0.0094) (0.2337) (0.0342) (0.1209) (0.0181)
非农就业 0.3883*** 0.0494*** 1.2670*** 0.1858*** 0.6368*** 0.0956***

(0.0711) (0.0091) (0.2291) (0.0334) (0.1195) (0.0179)
家庭收入对数 0.2692*** 0.0342*** 0.9407*** 0.1380*** 0.4410*** 0.0662***

(0.0505) (0.0063) (0.1324) (0.0191) (0.0668) (0.0099)
社会网络 0.0158** 0.0020** 0.0511** 0.0075** 0.0256** 0.0038**

(0.0065) (0.0008) (0.0204) (0.0030) (0.0106) (0.0016)
交通便利程度 -0.0059 -0.0007 -0.0146 -0.0021 -0.0095 -0.0014

(0.0047) (0.0006) (0.0133) (0.0019) (0.0070) (0.0011)
宗族 0.1364* 0.0173* 0.4057 0.0595 0.2145 0.0322

(0.0801) (0.0102) (0.2657) (0.0390) (0.1374) (0.0206)
中部地区 -0.0017 -0.0002 0.0473 0.0069 -0.0016 -0.0002

(0.0726) (0.0092) (0.2313) (0.0339) (0.1196) (0.0180)
西部地区 -0.1598** -0.0203** -0.3905 -0.0573 -0.2677** -0.0402**

(0.0785) (0.0100) (0.2442) (0.0358) (0.1268) (0.0190)
constant -4.7494*** -15.9907*** 7.9490***

(0.6952) (2.0706) (1.0663)
sigma 10.5210*** 2.9582***

(1.0260) (0.2870)
N 4521 4521 4521 4521 4521 4521

  注:①*、**、***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差。②表中报告的边际效应是解释变量

的平均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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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1.稳健性检验一:替换变量 在我国农村家庭的普遍观念中,历来由女性承担子女管教的

责任,子女管教也是女性家庭权利的体现[31]。考虑到子女管教这一决策与农户创业行为没有直

接关系,本文加入“子女管教由谁说了算”这一问题以进一步衡量女性在家庭决策中的赋权程度

(即女性家庭决策赋权总程度①),并用其替换前文中的关键解释变量—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

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当替换变量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总程度在5%
的水平上对农户家庭是否创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在5%的水平上对农户家庭的创业经

营规模和创业活动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虽然系数大小与上述回归结果有所差异,但所得结

论相同,再次验证了假设 H1。

2.稳健性检验二:更换模型 前文在分析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是否创业及创业强

度的影响时,分别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在此我们分别更换为LPM模型和OLS模型进行稳

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是使用LPM模型分析对农户是否创业的回归结果,可以看

出无论解释变量是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还是女性家庭决策赋权总程度,其都在5%的水平上

对农户是否创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模型(2)、(3)是使用OLS模型分析对农户创业强度的回归

结果,可以看出,无论解释变量是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还是女性家庭决策赋权总程度,其都在

1%的水平上对农户创业经营规模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5%的水平上对农户创业活动数量具有

显著负向影响,再次验证假设 H1,并再次表明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4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总程度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一:替换变量

变量

(1)Probit
是否创业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2)Tobit
创业经营规模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3)Tobit
创业活动数量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总程度 -0.0321** -0.0041** -0.1187** -0.0174** -0.0522** -0.0078**
(0.0157) (0.0020) (0.0511) (0.0075) (0.0263) (0.003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4.7255*** -15.9034*** -7.9075***
(0.6962) (2.0701) (1.0661)

sigma 10.5174*** 2.9565***
(1.0256) (0.2868)

N 4515 4515 4515 4515 4515 4515

  注:①*、**、***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差。②表中报告的边际效应是解释变量

的平均边际效应

稳健性检验二:更换模型

变量
(1)LPM
是否创业

(2)OLS
创业经营规模

(3)OLS
创业活动数量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 -0.0051** -0.0128*** -0.0051**

(0.0024) (0.0044) (0.0024)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总程度 -0.0042** -0.0103*** -0.0042**

(0.0019) (0.0035) (0.001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2583*** -0.2557*** -0.5539*** -0.5489*** -0.2583*** -0.2557***

(0.0808) (0.0810) (0.1757) (0.1761) (0.0808) (0.0810)

N 4521 4515 4521 4515 4521 4515

  注:①*、**、***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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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内生性问题处理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不仅影响农户的创业行为,还可能随着创业的时间和强度而发生变

化,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为克服反向因果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参考尹志超

等[20]、李长生和刘西川[24]的研究,本文对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的滞后效应进行了估计。具体

地,仅保留2014年未从事创业活动的农户家庭,然后将2016年从事创业活动的家庭定义为新创

企业家庭,赋值为1,否则为0,使得农户创业在时间上滞后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指标,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其中模型(1)对应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及其边际效应,可以看出:在创业参与上,女性家庭

决策赋权程度在10%的水平上对农户新创企业的概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女性家庭决策赋权

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农户新创企业的概率将会下降0.39%。模型(2)、(3)分别对应Tobit模型

的估计结果及其边际效应,可以看出:在创业强度上,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新创企业经

营规模的影响为负,在统计上不显著;而对农户新创企业经营数量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

为负。据此,可以进一步得出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家庭的创业行为产生了显著负向影

响,再次证实了所得出的研究结论。
表5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内生性问题处理

稳健性检验一:替换变量

变量

(1)Probit
是否新创企业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2)Tobit
新创企业经营规模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3)Tobit
新创企业经营数量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 -0.0382* -0.0039* -0.5233 -0.0698 -0.0759* -0.0104*

(0.0225) (0.0023) (0.3349) (0.0447) (0.0452) (0.006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2.5607*** -37.7927*** -5.1101***

(0.6762) (10.3633) (1.3906)

sigma 211.5538*** 4.0917***

(27.6329) (0.5338)

N 3879 3879 3864 3864 3879 3879

  注:①*、**、***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差。②表中报告的边际效应是解释变量的平均

边际效应

五、进一步分析

上述结果初步验证了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家庭的创业行为具有负向影响,接下来本文

将进一步对家庭融资的中介效应及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异质性影响进行分析。
(一)家庭融资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借鉴温忠麟[44]、Baron和Kenny[45]等研究的中介效应分析法,参考琚琼[12]的研究选取家庭融

资指标以检验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创业行为的作用机理,如表6所示。

在农户家庭是否创业方面,可以看出表6中列(1)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与创业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满足了Baron和Kenny检验方法的第一个要求;列(2)中女性家庭决策赋权

程度和中介变量家庭融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满足了Baron和Kenny检验方法的第二个要

求;列(3)在控制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之后,家庭融资对农户是否参与创业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满足了Baron和Kenny检验方法的第三个要求,这一结果也与董晓林等[7]的研究结论一致;

而核心自变量与农户是否创业之间的影响为负,且变得不相关,表明在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影响农

户是否创业的过程中家庭融资是完全中介变量。依此类推,由列(5)和列(7)中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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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著性程度,可以发现在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影响农户创业经营规模的过程中家庭融资是部分

中介变量,在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影响农户创业活动数量的过程中家庭融资是完全中介变量。由

此可知,家庭融资在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影响农户创业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从而假设

H2得到验证。
表6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家庭融资与农户创业行为: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是否创业 家庭融资 是否创业
创业经营

规模
创业经营

规模
创业活动

数量
创业活动

数量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 -0.0045* -0.1105*** -0.0038 -0.0189** -0.0166* -0.0088* -0.0074
(0.0026) (0.0414) (0.0026) (0.0095) (0.0094) (0.0052) (0.0051)

家庭融资 0.0049*** 0.0163*** 0.0095***

(0.0009) (0.0034) (0.001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N 4006 4006 4006 4006 4006 4006 4006

  注:①*、**、***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差。②表中报告的是解释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

(二)异质性效应分析

1.在受教育水平方面。女性由于其性格特点、社会性格差异、自我效能感、风险偏好、金融

素养等特征异于男性[31],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的提高对农户家庭是否创业及创业强度具有负

向影响。但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决策者的风险偏好程度、金融知识、财务信心等会

有所提升,因而不同受教育水平女性的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会具有异

质性。
本文依据样本家庭妻子的受教育水平高低,将样本划分为高学历组和低学历组①。在此基

础上,依据受教育水平的不同,分析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结果如表7
所示。模型(1)是使用Probit模型分析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与农户是否创业的回归结果,模型

(2)、(3)是分别使用Tobit模型分析对农户创业强度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女性家庭决策赋权

程度对农户家庭是否创业及其创业强度的影响都在低学历组中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高学

历组的影响虽然其边际效应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也表明了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

高,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高学历女性组农户家庭创业行为的负向影响会减弱,从而验证了假

设 H3a。

2.在区域差异方面。较之于西部地区,中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创业机会和资源更为丰

富,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户比西部地区的创业活跃程度也更高[7]。因此,中东部地区农户创业的可

能性会高于经济相对落后、信息较为闭塞的西部。因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女性家庭决

策赋权程度对经济相对发达的中东部地区农户的创业行为可能会产生更显著的负向影响。
因此,本文将样本农户划分为西部、中东部地区以进一步分析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

创业行为的影响,结果如表7所示。模型(1)是使用Probit模型分析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与农

户是否创业的回归结果,模型(2)、(3)是分别使用Tobit模型分析对农户创业强度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中东部地区农户家庭是否创业及创业强度均具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而对西部地区的影响虽然其边际效应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了女性家庭决

策赋权程度对中东部地区农户家庭的创业行为具有更显著的负向影响,从而验证了假设 H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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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地,样本农户家庭的妻子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将妻子受教育水平为1-3的家庭划分为低学历组,占比95.05%;将

妻子受教育水平为4-6的家庭划分为高学历组,占比4.95%。



表7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异质性影响

异质性分析1:受教育水平

变量

(1)Probit
是否创业

低学历组 高学历组

(2)Tobit
创业经营规模

低学历组 高学历组

(3)Tobit
创业活动数量

低学历组 高学历组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 -0.0044* -0.0055 -0.0207** -0.0119 -0.0087* -0.0067
(0.0025) (0.0136) (0.0095) (0.0364) (0.0050) (0.018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297 224 4297 224 4297 224

异质性分析2:区域差异

变量

(1)Probit
是否创业

中东部 西部

(2)Tobit
创业经营规模

中东部 西部

(3)Tobit
创业活动数量

中东部 西部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 -0.0065** -0.0023 -0.0188* -0.0294 -0.0110* -0.0062
(0.0033) (0.0037) (0.0106) (0.0189) (0.0057) (0.009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894 1627 2894 1627 2894 1627

  注:①*、**、***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差。②表中报告的是解释变量的平均边

际效应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家庭多决策主体的联合决策角度出发,运用CFPS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家庭内部联

合决策中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并对家庭融资的中介效应及其异

质性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农户家庭参与创业的概率及

创业强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其抑制了农户家庭的创业行为。第二,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家庭

融资在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影响农户创业行为的过程中存在着中介作用。第三,随着女性受

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高学历女性组农户家庭创业的负向影响会减弱,而对

低学历女性组农户家庭的创业行为具有更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女性

家庭决策赋权程度对中东部地区农户创业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二)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快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农户的金融可得

性。创新创业政策应进一步着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不断为农户融资提供多样化渠道,并注重提

升农村女性的金融素养,通过普惠金融缓解创业所面临的金融约束,提升其金融可得性。第二,
多措并举提升农村女性的人力资本水平。要保障农村女性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并加强农村女性

的非学历教育、金融知识及创业培训等,提升家庭成员中女性决策者的创业意识,引导和鼓励女

性决策者积极支持、并参与创业活动中来,从而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的创新创业水平。第三,创
业培训及政策的推广与宣传要多向女性决策人倾斜。要高度重视女性家庭决策者在农户家庭创

业行为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是与西部地区相比,中东部地区对女性决策者更要加强创业培训、
创业支持政策的宣传与推广,增强女性决策者对创业及其扶持政策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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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EffectofWomensFamilyDecision-makingEmpowermentonFarmers
EntrepreneurialBehaviorBasedontheMediatingEffectofHouseholdFinance

WANGFang1,LIUYafu2,MAOJingyi3
(BusinessSchool,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450001,China)

Abstract:Asanimportantpartofcollectivefamilydecision-making,thedegreeofwomensfamilydecision-makingem-
powermentplaysaveryimportantroleinfarmersfamilydecision-making.Usingthe2014—2016ChinaFamilyPanel
Studies(CFPS)microdata,thisstudyanalyzestheinfluenceofwomensfamilydecision-makingempowermenton
farmersentrepreneurialbehavioranditsheterogeneitywiththeProbitmodelandTobitmodel,andexploresthemedia-
tingeffectofhouseholdfinanceinit.Thefindingsareasfollows.First,womensfamilydecision-makingempowerment
hasacertainnegativeeffectonfarmersentrepreneurialbehavior.Theconclusionremainsaftertherobustnesstestand
consideringendogenousproblems.Second,themediatingeffecttestshowsthathouseholdfinancehasasignificantinter-
mediaryroleintheprocessofwomensempowermentthatimpedesfarmersentrepreneurialbehavior.Third,theresults
ofheterogeneityanalysisshowthatwomensfamilydecision-makingempowermenthasamoresignificantinhibition
effectonfarmersentrepreneurialbehaviorofwomenwithlowereducationlevelandhouseholdsincentralandeastern.
Basedonthefindings,weputforwardrelevant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suchasacceleratingthedevelopment
ofinclusivefinancetoimprovethefinancialavailabilityoffarmers,takingmultiplemeasurestoimprovehumancapital
ofruralwomen,andputtingmorefocusofentrepreneurshiptrainingandpromotiononwomendecision-makers.
Keywords:womensempowerment;farmersentrepreneurialbehavior;householdfinance;mediatingeffect

责任编辑 张颖超
网 址:http://xbbjb.swu.edu.cn

911


